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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在书包里背上一部民法典，
那该有多幸福！”

孟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是过
去老先生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们还
总说自己羡慕年轻的学生，因为学生能有
机会等到民法典颁布。

孟强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

作为参与编纂民法典的学者，孟强坦
言，等待民法典最后冲刺的心情很复杂：
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这种心情，就
像盼望一个婴儿尽快诞生成长，又担心达
不到预期。

去年12月23日，民法典草案各分编
首次合体亮相，等待提请原本三月份召开
的全国人代会审议。额外的等待，在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
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王轶看来，并不
算难熬。

王轶说：“如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
次民法典起草算起，我们已经等了66年。”

“批发”改“零售”

在3月初的一次线上讲座上，王轶谈
到前辈法学家魏振瀛教授的一个细节时，
一度哽咽。

那是2016年初，魏振瀛进重症监护室
之前，他特地喊来学生，用微弱的声音，讲了
半个多小时自己对民法典起草的想法；进了
重症监护室以后，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就让
学生们给他讲民法典编纂进展情况。

2016年9月，魏振瀛辞世。第二年春
天，全国人代会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新
中国民法典编纂完成了“第一步”。

此次民法典编纂之前，我国曾于上世
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本世
纪初四次尝试制定民法典，但均因社会转
型和理论准备不足等多种原因被搁置。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
宪忠记得导师王家福在病情恶化动弹不
得时，一听到民法典编纂情况，眼里就会
闪过亮光。

去年7月，王家福因病在北京逝世。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崔建远在一篇回忆王家福
的文章中写道：“先生为之奋斗了数十年
的中国民法典，有望在2020年诞生。那
将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2010年，八十岁的王家福接受采访时
曾满怀希望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
家应该制定一个21世纪的、超越所有国家
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民法典。”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学家佟柔、王家
福、魏振瀛和江平参与了新中国第三次民
法典立法，被称为“民法四先生”。那时正
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
河，社会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无
法形成一致的意见，甚至连呼吁制定民法
典也要顶着“资本主义”的帽子。

1982年，第三次民法典工作暂停，起
草小组解散。当时民法草案已出了第四
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
提出“批发”改“零售”的方针，即先制定单
行法，时机成熟之后再制定民法典。

第三次民法典立法主要成果是1986
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这是新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律，被誉
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小民法典”。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
杂志总编辑、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
领导小组成员张新宝，告诉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虽然民法通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急
就章，却为改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保驾护
航作用。民法通则是在当时民法草案第
四稿的基础上，按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制
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智慧在立法
上的体现。

“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立法
上把经济建设、依法治国等大的方向原则
把握住即可，细了之后反而容易出错。”张
新宝解释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说，民法通
则中另一个体现立法者智慧的例子是对
物权概念的“变通”表述。

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框框还没有完全
打破，很多人还不能接受“物权”的概念。
在王家福的建议下，民法通则采用了“财
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这一颇为拗口的表达。其实，这一串说的
就是物权的意思。

助产第五次民法典编纂

民法通则通过时，杨立新还只是一名
法官，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

一个月后，杨立新赶上法学家江平给
学生们讲民法通则。那场讲座持续了八
个小时。中间有一段时间停电了，400人
的大礼堂里，江平扯着嗓子在台上讲，台
下的学生听得很激动。当时进修即将结
束，杨立新笔记记得很认真。回去之后，
杨立新找4个人把笔记一对，整理出一本
70多页的稿子，用复写纸复写了5份，逐
个分了带回去。

再后来，杨立新从法官转行，成为民
法学者。

在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立法策略下，杨立新
先后参加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本次民
法典草案的起草。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接力棒，也
逐渐传到杨立新等新一代学者手中。

王轶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物权法开始起草，
导师王利明找他去操场绕圈时的激动。

那时的王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有一
天在宿舍午休时，王利明喊他去操场上走走。王
利明平时话不多，那次却有些激动，脚步飞快，嘴
巴没停。王利明谈的都是对物权法的想法和导师
佟柔生前对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法体系的期盼。

那天北京刮着沙尘，他们不知道在土操场上
绕了多少圈。结束时，两人都已经灰头土脸。

今年60岁的王利明，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
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个
民法学博士，师承民法先驱佟柔，参与了合同法、
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此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随着一部部民事单行法的出台，“散装民法
典”逐渐成形。

这时候却有人说，还有必要单独制定民法典吗？
孙宪忠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民法应该像

机器一样，每个零件都不能出差错，当时民法体系
建设还没到那个程度，远不到沾沾自喜的时候。”

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学者的这个梦
一直没断过。

2013年，王家福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拿出了一个1900
多个条文的民法典草案。

这份民法典草案，梁慧星写了23年。早在
1990年，梁慧星申请成立了一个民法典立法研究
课题组，他给每个条文都附有说明和理由，总字数
约400万字，总共9卷本。

同年，孙宪忠第一年担任人大代表就呼吁编
纂民法典，提出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整合其
他民事法律为民法典的提案。

2014年，他做出更详细的阐释，提出同名议
案。2014年9月，中国法学会在人民大学法学院
召开会议，呼吁编纂民法典。当年10月，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新中国第五
次民法典编纂启动。

杨立新记得，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前一
夜，他最关心的是到底写没写“编纂民法典”这几
个字。终于熬到了第二天，杨立新找到那几个字，
刚松口气，又不自主地激动起来。

“吃起饭来都觉得格外香。”那天心里沸腾的
感觉，王轶也记忆犹新。

既是“工程师”，也是“泥瓦匠”

编纂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最
高法、最高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法学会等五家单位参与。2015年3月31日，民
法典编纂确定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编制民法
总则，第二步整合其他民商法律为民法典。

这一年，魏振瀛已经82岁，虽然不是直接参与
的立法专家，但仍然为民法典出谋献策。

“前辈为后辈开路，带着后辈往前走。民法典
编纂过程，也是一代代民法学者的接力跑。”今年
48岁的王轶说。

在39岁的孟强看来，编纂民法典就类似于“修
小区”。

民法典是“高档小区”。孙宪忠介绍，只有地
位重要、涉及内容丰富，同时具备科学性、体系性
的法律才能称得上“典”。

特殊的是，这次民法典编纂并不是另起炉灶、
推倒重来。而是在已经有一栋栋楼房的基础上，
再进行规划、建设成一个崭新的小区。

首先的难题是围墙该怎么建？哪些楼该进小
区，哪些不该进？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组织学者，
历时近一年，五易其稿，完成了一个七章、九十六
条的知识产权编专家建议稿，并召开了多次专家
研讨会，呼吁知识产权编入典。

最终，立法机关认为设立知识产权编条件还
未成熟，把知识产权法作为特别法存留在民法典
小区之外。

张新宝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知识产权法
律过于庞杂、修改过于频繁，两三年就修改一次。
而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修改并不容易。

除了当好小区的设计“工程师”之外，民法学
者们还需要当好“泥瓦匠”。明确围墙之后，接下
来的问题是，如何修缮每个楼，如何让小区内部格
局更清晰明了？要不要盖新楼？是不是应该模仿
国外的著名小区？

孙宪忠很早以前就注意到，民法通则这个楼
已经被“掏空”了。他统计过，民法通则总共156个
条文，现在仍然有效的只有10个条文左右。其余
内容已经被其他民法单行法替代，甚至其中一些
过时的法律规定，不但起不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
航，反而有负面作用。

孙宪忠的另外一个焦虑是民法单行法之间存
在的碎片化、枝节化等不协调问题。他曾在一篇
论文里提出，不同时期制定的民法单行法，存在着
立法指导思想方面的不同追求，导致现行法律集
合体中固有的矛盾；单行法制定虽能自善其身、自
圆其说，但欠缺从民法典角度的全面考虑，法律规
范缺失和重合多点。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蒋勇举例解
释了这种尴尬：“未经登记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否
有效，表面上看是合同法的问题，但是房地产作为
不动产，属于物权的范畴，所以这又是个物权法的
问题；使用房地产作为抵押是一种担保形式，所以
这又涉及担保法的问题。由于这三部法律不是同
一时期制定的，其中很多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甚至
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编纂一部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典是民法学
者的共识，然而编纂过程中学者的分歧也大多源
自对科学化、体系化的不同认识。

每一处“修缮”都值得较真

几乎每一处“修缮”都是经过反复的讨论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是否纳入

民法典的问题。杨立新记得，在民法总则临近提
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有专家
主张去掉关于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

在此之前，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
两年多。问题主要焦点在于，网络虚拟财产是不
是民法规定的物。

最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得以保留下来。自
2003年，我国首例盗窃虚拟财产案在北京朝阳法
院开庭审理，虚拟财产开始进入司法视野。如今，
网络虚拟财产进入民法典，成为世界首例。

在孙宪忠看来，每一次讨论都是为了民法典
的科学化和体系化。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孙宪忠曾多次主张债
权与物权应该相互区分：合同签订不一定等于合
同的履行，合同成立发生债权，合同履行发生物权
变动。

有学者说，农贸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
有必要区分物权债权。甚至孙宪忠的一些学生也
不理解。

“我国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预售合同，已经不
能简单地用农贸市场来理解，我们也不能制定一
个只符合农贸市场交易的民法典。”孙宪忠解释。

王轶总结说，不同观点的碰撞正是民主立法
和凝聚共识的过程。民法典编纂刚提上日程时，
很多学者都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想的那种民法典就
是不好的民法典。只有经历一次次讨论，民法典
才能“生长”得更好。

杨立新统计过，本次民法典编纂新编或修改
了588个条文，约占总量的一半。每一次修改都不
容易。杨立新记得有一场会，持续了两天半，辩了
三轮，每次都是一个多小时以上。

也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孙宪忠总结这
次民法典编纂总体顺利时，第一点便归功于中央
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说：“很多时候，靠的是中央
的及时决断，打破学者们讨论的僵局。”

民法典早已不止是“宣言”

直到五月，孙宪忠还在给民法典草案“挑毛
病”。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路上，他还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提建议。有人劝他说，民
法典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能为所谓的完善而犹
豫不前。

孙宪忠觉得，既然生逢这个历史时刻，再怎么
讲究民法典质量都不过分。

在一次讲座中，孙宪忠把宪法比喻成高高飘
在空中的旗帜，把民法比喻成踏在大地上的“脚
步”。虽然每一步看起来都平淡无奇，但正是这些
扎实的脚步，把国家的治理目标落实下来。

“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留有遗憾的作品。”崔建
远说：“即使一些条文表述得不尽如人意，作为解
释法律之人，要比立法者聪明，要把立法在这一方
面表现不如人意的地方给补上。”

这一段时间，杨立新看到一些媒体仍把民法
典称为“民事权利宣言书”，他有自己的看法。

“宣言只停留在口号上。过去把民法通则叫
作民事权利宣言。它虽然列了很多权利，但这些
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并没有太细的规则。”杨
立新解释，“民法典不止是宣言。民法典已经规定
了具体规则，是真正的民事法律。”

参与编纂民法典这几年，孙宪忠黑发添霜。
有一次，他看到盛开的月季，感慨地在朋友圈里写
下一首小诗。他在结尾写道：赏花的人儿啊，兴高
采烈地来了去了，不必知道种花的已经憔悴了。
种花的人儿啊，能看到这鲜花盛开，他枯耗的心力
得到了最佳的回馈。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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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法学家总说自己羡慕学生，因为学生们有机会在书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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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在已经有一栋栋

“楼房”的基础上，再进行规划、建设成一个崭新的“小区”

图1：2017年4月18日，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建北社区，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通过意味着民法典编纂完成第一步。

图2：1986年4月3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四川省代表在分组会议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
图3：1986年4月2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北京市代表在分组会议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

■小贴士

民法通则：虽然只有 156 个条文，但是
内容除了总则性的规定之外，还有一些原本
应该属于分编内容的规定。这156个条文是
调整社会生活通用的、一般性的规则。

民法总则：所包含的内容是立法目的、调
整范围、基本原则、一般规范，还有一些不适
合在民法典分编安放的内容。这些大部分内
容都是从各分编中“提取公因式”形成的。

民法典：只 有 国 之 重 器 才 能 称 得 上
“典”。被称为“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规模庞
大、涉及内容丰富，且按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
规则组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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